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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什麼是「近代化」？如何定位「近代」、「現代」、「當代」？這是一個難

以釐清的問題。當我們要以「近代化」視角觀察臺灣佛教時，除臺灣，不免

會涉及中國及日本；以中國、日本和臺灣這三個地方來看，何謂「近代」？

何謂「現代」？其劃分標準因歷史發展過程的差異，自有其不同時間斷限。

本文以─逐步走向「近代化」的臺灣佛教─為題，除了要考慮日本曾經

統治過臺灣50年這一歷史事實，1945年後臺灣歸由中華民國政府治理，二戰

後迄今臺灣經過從戒嚴到解嚴、開啟啟和中國大陸交流、兩次政黨輪替等階段，

佛教在這期間經過許多變化；我們很容易可以發現：「日本因素」之於臺灣

佛教，不管是二戰前或是二戰後，都可以發現其影響。本文從：不同政權統

治更迭下的臺灣佛教、近代日本佛教新發展對臺灣佛教的影響、解除戒嚴後

臺灣佛教等三方面，來解說其中所涉及的相關問題。

關鍵詞：臺灣佛教、日本佛教、近代化、現代化、印順法師

壹、前言

　　2021年 4 月25日，筆者接到日本東洋大學的伊吹敦教授電郵，邀我參

加10月下旬或11月上旬要召開的一場關於近代佛教的研討會，經與連繫後得

悉，會議主題是─佛教是如何被「近代化」改變的？伊吹敦教授久聞其大

名，知道他曾將印順法師寫的《中國禪宗史：從印度禪到中華禪》翻譯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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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他希望我能就臺灣近代佛教發展史來參加討論；有這樣的機會，本人深

感榮幸，經考慮後決定以〈逐步走向「近代化」的臺灣佛教─兼及來自日

本的影響〉為題，就個人對近代（或當代）臺灣佛教史的一些想法，提出來

向日本學界同仁請益。

　　什麼是「近代化」？如何定位「近代」（「現代」抑或「當代」）？是一

個難以界定的名相。筆者在過去從事有關中國近代史研究過程中，常會碰到

「近代化」、「現代化」這類名詞，深感對之定義清楚之不易，尤其當研究者

借用社會學家使用的概念來解說時，更增加其間的複雜性。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曾推動過「中國近代化」大型研究計畫，先是由李國祁推動，後來

在張玉法建議下，將原計畫名稱改為「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曾先後出版：

李國祁著《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臺地區（1860-1916）》（1982）、張

玉法著《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山東省（1860-1916）》（1982）、蘇雲峰著

《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1981）、王樹槐著《中國

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江蘇省（1860-1916）》（1984）、張朋園著《中國現代化

的區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1983）、謝國興著《中國現代化的區域

研究：安徽省（1860-1937）》（1991）、朱浤源著《從變亂到軍省：廣西的初

期現代化（1860-1937）》（1995）等書。這項研究計畫先是用「近代化」，之

後改用「現代化」。 1

　　當我們要以「近代化」視角觀察臺灣佛教時，除臺灣，不免會涉及中國

及日本；以中國、日本和臺灣這三個地方來看，何謂「近代」？何謂「現代」？

其劃分標準因歷史發展過程的差異，自有其不同時間斷限。在日本，一般將

明治以後視為「近代」，表面上是歐美科學主義、理性主義被帶入。 2 從中

國近代史立場看，「近代」一般指的是從清末務運動（自強運動）開始，自

咸豐10年（1860）英法聯軍結束，至光緒20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爆發，

歷時30多年。 3 在臺灣，情況更為複雜，因中日甲午戰後的翌年（1895），

臺灣就依馬關條約歸由日本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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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談到臺灣佛教如何走向「近代化」這一問題時，除了要考慮日本

曾經統治過臺灣50年這一歷史事實，1945年二戰後因日本戰敗，臺灣歸由中

華民國政府治理，臺灣佛教在這兩次政權更迭下，經歷諸多變化。二戰後迄

今（2021年）70餘年來，臺灣經過從戒嚴到解嚴、開啟啟和中國大陸交流、兩

次政黨輪替（由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中國國民黨→民主進步黨）等階

段，佛教在這期間有過許多變化。本文以「近代化」視角觀察臺灣佛教，很

容易讓我們發現：日本因素對臺灣佛教的影響，不管是二戰前或是二戰後，

所以本文就以─兼及來自日本的影響─為副標題。以下從：不同政權統

治更迭下的臺灣佛教、近代日本佛教新發展對臺灣佛教的影響、解除戒嚴後

臺灣佛教等三面向來展開說明。

貳、不同政權統治更迭下的臺灣佛教

　　臺灣位處歐亞大陸與太平洋交會、東北亞與東南亞交口、西太平洋第一

島鏈中心節點樞紐位置，自16世紀歐洲開始展開大冒險、大發現時代，有西

班牙、荷蘭等向外拓展，到臺灣建立貿易基地。之後臺灣歷經明末鄭氏家族、

滿清、日本等不同外來政權統治。

　　在荷西時期（1624-1662），漢人自福建、廣東兩省來臺，宗教信仰舉凡

民間信仰、齋教、佛教等，也隨之傳入。齋教傳入臺灣可能自從荷西時期開

始，齋教三派之金幢派，相傳於崇禎 8 年（1635）因白蓮教之亂而傳入臺灣，

1662年鄭成功攻臺戰勝荷蘭人，也與齋教祕密潛在組織有關。 4 出身儒家系

統的鄭成功，曾與黃檗隱元禪師及萬五道宗和尚有所交往，黃檗（蘗）寺僧

隱元隆琦（1592-1673）因清兵騷擾黃檗山，加之受日方邀請，隱元率徒眾

赴日，為江戶初期的日本佛教注入養分，其影響至深且鉅。 5 清代臺灣寺廟

分官寺、民廟與會館三類，官方審定通過後准予建設，清廷治臺初期最有名

的三座官建寺院（法華寺、大天后宮、海會寺），均始建於鄭氏三代。清代

治理臺灣，為消彌臺民懷思前朝，特於治臺初期將這三座宅邸改為道場。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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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座官寺在清代治理臺灣二百餘年中，地位十分重要，並延續到日本殖民時

期。 6 但在清廷治理下的臺灣佛教，未受到來自官方的大力支持，除祭祀性

或儀式性局部社會功能之外，少能發揮弘法功效；也因此，才有龍華派、金

幢派、先天派屬於在家的齋教，構成當時臺灣佛教的一大傳統。 7

　　1895年以後，臺灣歸由日本統治，日治時期來臺的宗派有華嚴宗、天台

宗、真言宗（高野派、醍醐派）、禪宗（臨濟宗妙心寺派、曹洞宗）、淨土宗

（淨土宗、西山深草派）、真宗（本願寺派、大谷派、木邊派）、日蓮宗、法

華宗（顯本法華宗、本門法華宗），共八宗十四派。日本佛教各宗入臺後，

幾乎都以臺北地區為布教中心，隨著時間推移，以及布教工作的深化，逐漸

跨散到全臺。 8 這些不同宗派來臺布教的目的，希望對住在臺灣的本島人進

行的日本同化政策以及之後的皇民化政策外，他們也在臺灣從事佛教「近代

化」的相關活動。 9

　　松金公正在〈日據時期日本佛教之臺灣佈教─以寺院數及信徒人數的

演變為考察中心〉一文中，點出日本國內對「開教」這個說法的複雜問題，

使用「開教」說法，有把日本佛教對外地佈教，其中隱含有善意。但1980年

發行的《曹洞宗海外開教傳道史》，出版後12年，即1992年，以裏面包含蔑

視外國人的記述與對他國侵略行為無反省而被回收。10臺灣學者闞正宗將日

治時期的臺灣佛教， 稱為「皇國佛教」（the Imperial Buddhism），可以說

明治維新後「神道國家化」與「佛教國家化」，具有「明治佛教性格」。其對

內輔助神道、儒家教化，對外配合國家擴張主義，在臺灣則扮演教化、同化、

皇民化角色。11在此之前，臺灣佛教乃至臺灣人信仰狀況，基本上不出清朝

福建文化領域。由於當時臺灣地區的佛教衰頹，影響所及，臺灣佛教僧侶無

知識者佔絕大多數，佛教界缺乏實際修行者，也談不上佛教學術研究。這種

現象在日本來臺佈教師，尤其是隨軍入臺從軍布教師眼中，臺灣是一座佛教

未開發的園地，足以吸引日本佛教界人士目光，促使佛教各宗僧徒的來

臺。12昭和12年（1937） 7 月，發生「七七事變」，同年 8 月，臺灣軍司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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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臺灣進入「戰時體制」。 戰爭需要國民團結，強調爲國服務精神，因此

向臺灣民眾灌輸「國家精神」成爲戰時體制下重要事項之一。此時，日本接

受具有「皇國精神」色彩的佛教教育的臺灣「佛教菁英」，被納入成爲提升

臺灣人「國家精神」活動中的核心人物。13

　　1945年二戰後，日本因戰敗，在臺灣的日本佛教退出臺灣，原日產佛寺

被接管，不是改建就是遭變賣，臺灣佛教面臨第一階段的徬徨期與轉型

期。14原有活躍在臺灣佛教檯面上的人物，如林宗心、林德林、曾景來、李

添春、妙果法師、心源法師等，遭受冷愈被邊緣化，逐漸淡出臺灣佛教新舞

台。筆者在《論戰後臺灣佛教》一書中，將1945-1949年前後的臺灣佛教視

為處在轉折的年代。蓋因1945年10月，歷經統治臺灣50年的日本，在戰爭失

敗而退出臺灣，臺灣改由中華民國政府接管。隨著國共內戰的失敗，1949年

12月，國民黨政府退居臺灣，在此前後約有近150萬軍民逃難來臺，其中包

括了不少佛教界的人士。處於1945-1949年前後的臺灣佛教，適逢戰後初期

臺灣佛教由「閩南化」、「齋教化」、「日本化」的佛教，轉變成「中國漢傳式

的佛教」；就戰後臺灣佛教發展的角度言，具有極為重要的關鍵地位與歷史

意義。在這段時期的臺灣佛教，對往後臺灣佛教之發展非常具有影響力。也

可以說，戰後臺灣佛教新格局之確立，主要是奠基在這一階段。15

　　1949前後來臺的法師或居士，對日本大多具有仇恨意識，看不慣日本佛

教的肉食娶妻及其教義，大有輕蔑、不屑之意。16過去臺灣佛教具有的「閩

南化」、 「齋教化」、「日本化」，逐漸的轉向「中國化」。伴隨著臺灣佛教轉向

「中國化」，佛教也逐漸成為執政者反共抗俄、鞏固政權的工具。171949年前

後新入臺的這些弘法師或信眾，有部份是大陸漢傳改革派領袖太虛的門下或

認同者，也有部份是大陸保守派名僧（如：圓瑛、印光等人）的門下或跟隨

者。換句話說，這些新入臺的漢傳弘法師所帶來的佛教文化，可被視為當時

中國漢傳佛教兩大陣容的縮影。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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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蔣介石為首的中華民國政府，因對中國共產黨深具戒心，自1949年起

即實施長達38年（至1987年解除戒嚴）的戒嚴。戒嚴時期政府在各方面，均

採取嚴密管制政策，對於佛教界也不例外。政府對佛教界的干擾與管制，主

要表現在：一、政府機關占用佛教寺廟，二、戒嚴時期政府對境內佛教活動

的各類高壓管控狀況，三、密切偵察佛門外來訪客等三方面。19這時期的臺

灣佛教，完全聽命於政府指揮，失去佛教原應擁有的自主個性。

參、近代日本佛教新發展對臺灣佛教的影響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生效後，臺灣即屬於國際法上的日本領土；既然是

日本領土的一部份，日本國內之宗教政策亦理所當然實施於臺灣。然而，事

實上，因為有臺灣置於日本帝國憲法內的何種地位問題，因此至少在統治初

期，對於臺灣是否存在著日本帝國憲法上的政教分離及有限度的宗教自由等

概念，是有存疑的。20站在日本立場，臺灣是其邁向近代主權國家過程中第

一個殖民地。從臺灣立場言，則是淪為異國統治；由佛教領域來說，日本佛

教在臺布教與近代臺灣佛教不無關係，可以說是構成近代臺灣佛教史之一部

份。21近代日本佛教新發展對臺灣佛教到底產生了怎樣影響呢？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為了建設近代化國家，以天皇為中心，在宗教領

域試圖將神道國教化。先是於1868年（明治元年）頒布「神佛分離令」，下

令神社僧官、社僧等僧侶還俗，禁止以佛像為神體，終止了長久以來所謂的

「神佛習合」；在神道優勢下，招致廢佛毀釋運動，其間經過無數曲折，最終

以「國家神道」形式來實現。22因廢佛毀釋，日本佛教原本依賴的檀家制被

迫改革，借助佛教「近代化」來重建布教體制，布教不再侷限於檀家，寺院

也不再只是說法或舉辦法事的地方，變成了舉辦各種社會事業的場所。日本

各宗派在臺灣設立的寺院及布教所，也積極導入這些做法，利用寺院及布教

所的院地或主殿，設置日曜學校（星期日學校）或幼稚園、平民救濟所、醫

療機關等，也有組織佛教婦女會及佛教青年會的。這些社會事業的導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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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日治時期臺灣佛教「近代化」的一種表現。23

　　Charles Jones 所 撰Buddhism in Taiwan: Religion and the State, 

1660-1990一書，認為日治時期臺灣佛教受到日本的影響不大。張珣則指出：

事實上，日治時期臺灣佛教與齋教因日本殖民政策的要求，在丸井圭治郎主

導之下成立南瀛佛教會，造成佛教與齋教合一。如果將臺灣佛教對比臺灣道

教的發展，可以說臺灣佛教因為有了日治時期的變革與組織，才有今日臺灣

佛教傲世的組織與充沛力量。24兩位學者因立足點不一，而有不同說法。

　　大野育子於2009年在臺灣完成的〈日治時期佛教菁英的崛起：以曹洞宗

駒澤大學臺灣留學生為中心〉碩士論文，研究日治時期由臺灣前往日本佛教

系統大學內深造的臺灣人，是臺灣佛教史上首次出現具有高學歷的佛教知識

份子，由於具備相當深度的佛學素養、流利的日文能力，因而成為日治時期

佛教界的佼佼者。日本佛教自明治維新以來，在各方面都不斷地進行革新，如：

佛教組織的強化、系統化，僧侶教育上改採西洋式的教育方法等，因此逐步

呈現帶有近代色彩「教團佛教」之面貌。臺灣佛教被納入日本教團佛教系統

內之後，也逐漸「組織化」與「系統化」，同時更確立了新式的佛教教育機構。

在臺灣佛教的蛻變期中，「佛教菁英」是新時代的佛教界知識份子，他們不

但扮演日臺佛教互動的溝通橋樑，同時也成為總督府宗教政策上的關鍵人

物。25

　　大野育子強調臺灣在「日治時期佛教菁英」，點出了近代臺灣佛教如何

走向近代化的一個關鍵問題。日本佛教傳入當時，日本佛教主要的合作對象

爲江善慧、沈本圓、林覺力、林永定等赴中國受戒的「本土傳統僧侶」。但

自昭和三年（1928）之後，新時代「佛教菁英」逐漸崛起，「佛教菁英」是

日治時期臺灣佛教界相當被看好的新興人才，不過由於他們崛起晚，不久就

因日本戰敗，在臺日本佛教勢力退出臺灣，在戰後去「日本化」環境下，逐

漸失去原本在臺灣佛教界的優勢地位。26「佛教菁英」活躍於臺灣佛教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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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在50年的日本統治臺灣時期，僅佔1928年至1945年短短的17年。他們

所參與的宗教活動主要是： 1 、宗教調查查或研究等學術方面活動， 2 、以撰

寫文章的方式去提倡臺灣宗教改革， 3 、以具體行動所推動的宗教改革活

動。27這些活動，正是推動佛教發展的重點所在。

　　300多年來的臺灣佛教，最缺乏的就是具有嚴謹的佛教學術研究，恰好

就在日本統治臺灣的年代，開始培養了第一代的佛教臺灣佛教者。站在臺灣

本土的立場來看，雖然有來自日本佛教不同宗派，逐漸滲透、侵襲了原有的

臺灣漢傳佛教；但從另一角度看，這些日本佛教對臺灣也不是全無正面影響。

最顯著的就是漢傳弘法師及信徒之佛學程度的提昇。28日治時代臺灣佛教菁

英─包括李添春、高執德、曾景來、林秋梧四人都曾就讀日本著名的佛教

學府─駒澤大學，皆師事當時佛學名師忽滑谷快天。忽滑谷快天先後來臺

兩次，李添春譽其為「東來的達磨」。29佛教史學者江燦騰甚至認為，李添

春在日本曹洞宗辦的駒澤大學畢業後，將臺灣的佛教學研究帶入新的水

準。30

　　佛教學術研究研究之外，尤為難得的是佛學體系的建立。二戰結束前，

臺灣幾乎沒有水平較高的佛教學者。不過，這一現象在二戰結束、中國大陸

漢傳僧侶來臺後有了顯著的轉變。其中最令人矚目的就是印順法師的學說，

印順法師的學養，孕育於中國大陸漢傳佛教圈。不過，他對佛教義理的理解

並不是舊傳統的延續，而是具有「反傳統傾向」的「新漢傳佛學」。他在臺

灣住了數十年，其著作也實至名歸地成為臺灣「新漢傳佛學」的里程碑。31

當我們閱讀印順法師的著作，可以發現他不會忽略日本學界已有的研究成果，

或許這可以看做是來自日本方面的一種影響。

肆、解除戒嚴後臺灣佛教的新發展

　　臺灣自1949年至1987年實行戒嚴，前後長達38年，為世界各國少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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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時代非正常政治體制下，中國國民黨一黨獨大，人民各種權利遭受摧殘

限制，在黨國支配機制下，臺灣的宗教完全被政治控制。321987年解嚴之後，

因《人民團體組織法》的頒布，先前由「中國佛教會」主導的獨霸局面開始

崩解，各種新佛教組織紛紛出現，許多新興教團也跟著崛起。33在通過《臺

灣地區民眾赴大陸探親辦法》之後，持續多年的臺灣海峽兩岸隔絕狀態終於

被打破，從此逐漸展開交流；透過兩岸佛教交流，二戰後在臺灣發展出來的

新佛教型態得以回流中國。34

　　特別要強調的是，臺灣佛教界也積極參與臺灣社會運動，不論從時序看，

或從現實發展脈絡看，這時期臺灣佛教的社會運動，無疑地受到臺灣整體社

會環境重大變革影響，在和各種其他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相互激盪後，所衍生

的宗教生態新變革。351980年代前後，臺灣佛教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

臺灣社會的政治自由化和宗教去管制化雙重帶動下，許多本土新興的佛教勢

力蓬勃發展；與此同時，還有外來佛教陸續被引入臺灣，使得臺灣成為各種

佛教傳統匯聚的據點。在佛教全球化的脈絡下，臺灣佛教增加了多元性和異

質性，並且提供了臺灣僧尼更多的宗教選擇，擴大了僧尼間在教理認知及實

踐差異。36

　　臺灣佛教在臺灣社會現（或「近」）代化的過程中，接受現代化挑戰，

適應現代化情境後，發展出自己可以在現代化臺灣社會的一個傳播方式。以

現代化角度來說，臺灣從日治時代以來的近代化轉型過程，有以下幾項特徵：

1 、政教分離（指臺灣在現代民主國家的憲政體制規範下，臺灣佛教已經可

以逐漸不受任何政治力量統制，具有宗教的自主性。） 2 、市場的區隔化（地

域上的分化，不只是地域上的分化，整個教團所提供予信眾的宗教體驗內容

有所區隔，各自吸引不同需求的佛教徒。） 3 、經營理性化（臺灣的教團是

一個非常大型的複雜組織，內部管理已不像傳統僧團那麼單純，運作時常採

取企業管理的原則與方法。） 4 、傳播全球化， 5 、僧團弘法現代化（臺灣

僧團在弘法上使用現代教育的方法。） 6 、僧侶教育學院化。 7 、僧團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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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化。由上列特徵，可以說明當代臺灣佛教是一種「漢傳佛教的現代版」，

不只是現代版的漢傳佛教分支，也是全球佛教的重要推動者之一。37

　　臺灣本土漢傳佛教不同宗派並存，一般傳統道場不是標榜其為淨土宗、

禪宗、律宗傳承之一，就是融合其中的兩個或三個宗派，此外還有1980年代

前後成立並提出新的佛教理念的本土新興教團，再加上來臺的各種外來佛教，

使得臺灣佛教的多元性臻至前所未有的高點。38筆者在《論戰後臺灣佛教》

一書中特別指出，臺灣佛教在解嚴以後的變化，可用 ｢多元化｣ 和 ｢國際化

｣ 來說明。就「多元化」言︰由於臺灣社會自解嚴後快速變遷，產生了佛教

多元化現象，臺灣佛教多元化現象主要體現在：教派思想多元化、僧團組織

多元化、僧伽教育多元化、佛教弘化多元化、佛教經濟多元化，以及資訊、

交往多元化等面向。就臺灣佛教「國際化」言︰許多臺灣佛教團體，並不以

在臺灣發展為足，有機會都會到臺灣境外創建道場。其中尤以佛光山、慈濟

功德會、法鼓山三個大教團在全球各地建立海外分支道場的表現最具特

色。39

　　佛教史學者藍吉富指稱，臺灣佛教在解嚴之後，以中華民國政府為主體

的「臺灣新漢傳佛教」，有其獨特的佛教文化性格，此種文化性格包含有：

入世性、國際性、多元傳承、女性領導人崛起、教內男女平權的呼聲高漲、

新宗義與新宗派的出現等內容。這些內容，彰顯出當今臺灣漢傳佛教與舊有

漢傳佛教的顯著差異。40這理想特別指出的是有關佛教學術（義理研究）的

變化：自1970年代後，臺灣佛教的發展出現新的轉折，改革派逐漸受到許多

年輕佛教信眾的重視，印順法師的《妙雲集》和其他著作成為臺灣佛教的顯

學，對臺灣佛教有著廣泛的影響。41印順法師對印度佛教（及中國佛教）之

研究成果，可以代表20世紀以來的一個高峰，其思想之廣泛影響，可謂方興

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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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近日閱讀陳啟啟仁著《逍遙園與大谷光瑞─二十世紀初的東亞與高雄》

一書，本書參考屋主大谷光瑞（1876-1948）相關資料，從諸多繁瑣的史料中，

確認其樣貌、空間配置、建築細節，在臺日兩地人員協助下，逐步完成修復

的過程。大谷光瑞與大正天皇為連襟兄弟、淨土真宗本願寺派法主，曾三次

組織「大谷探險隊」在中亞地區調查查佛教古蹟、在南亞經營農園、擔任日本

政府顧問。透過不同角度觀看這座大谷光瑞在高雄所留下的這棟建築，不僅

能夠夠感受到其寄託意念，更能看到當時位處東亞的臺灣，如何在歷史上留下

紀錄。42

　　大谷光瑞在臺灣的主要活動，由臺灣產業活動調查查開始，雖然實地調查查

了農林礦工所有方面，在參與總督府的產業會議上，能就臺灣工業、交通發

展政策而談，可以說他的思考是將臺灣作為南進出發點，連結到南洋與中國

華南，甚至滿洲。43大谷光瑞將臺灣看做是「帝國的如意寶珠」，一心推動

臺灣「熱帶產業」落實的企圖心。44或許這是為什麼大谷光瑞在其人生最後

階段選擇落腳在臺灣的一種理由。閱讀陳啟啟仁的這本著作，不免讓我們想起

臺灣（佛教）與日本（佛教）間的某些聯結。

　　本文前列各節已從：不同政權統治更迭下的臺灣佛教、近代日本佛教新

發展對臺灣佛教的影響、解除戒嚴後臺灣佛教等三方面進行了相關論述，以

下再談談幾個與本研究論題有關的議題，以總結本文。

一、關於臺灣佛教的主體性問題

　　臺灣本土的佛教，從明清時代自南中國的閩、粵粵兩省分別傳入後，在其

後歷史發展的不同階段，都有不斷出現新的添加成份，並且愈到後期，此一

狀況愈多元而複雜。45截自目前（2021年）為止，臺灣佛教就其內涵而言，

雖包含有漢傳、南傳、藏傳三大語系之佛教，每語系佛教中又各自有不同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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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或教派）的不同組織。但就其主體成分言，還是以漢傳佛教為主體；這

種格局之形成，肇自1945-1949年以降，迄1987年臺灣解除戒嚴前後逐漸形成。

可以說：1949年之後的臺灣本土 ｢中華漢傳佛教｣ 的新發展，是在特殊的

｢雙源匯流｣ 之下，朝向 ｢在地轉型｣ 的多元創新模式來開展的。46

二、臺日佛教學術交流餘蔭

　　前文已提及，臺灣佛教最缺乏的就是具有嚴謹的佛教學術研究，恰好就

在日本統治臺灣的年代，開始培養了第一代的佛教臺灣佛教者。其中包括日

治時代臺灣佛教菁英─李添春、高執德、曾景來、林秋梧等人，他們都曾

就讀日本的駒澤大學。據大野育子研究發現，朱明朝曾在新竹寺師事日僧佐

久間尚孝，日僧與臺籍弟子之間的師徒關係，可以作為日臺佛教人士互動網

絡之新面向。透過她的分析，可知日治時期日臺佛教交流下所產生的日僧與

臺籍弟子之關係，至戰後仍然留存並持續互動。戰後朱明朝之所以有機會取

得養樂多在臺的經銷權，與日僧居中牽線相關。就此而言，戰後臺灣佛教之

發展除了中國佛教的影響外，日治時期所留存的日本佛教影響也不可忽

視。47

　　二戰之後，臺日佛教學術交流仍持續進行著：譬如，曾將日譯《南傳大

藏經》翻譯成漢文的吳老擇居士，於1961年赴日就讀駒澤大學佛學部，1964

年於國立大阪大學院攻讀碩士學位，1966年在東京大正大學攻讀博士學

分。48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曾到日本東京立正大學深造，於1975年獲得

文學博士學位。49法鼓文理學院校長惠敏法師，1986年負笈東瀛，就讀國立

東京大學院，親炙高崎直道、江島惠教教授，專攻印度佛學，並於五年之內

連獲日本東京大學印度哲學碩、博士學位。50他們在回到臺灣，將其在日本

所學加以運用時，也可以看成是日本因素對臺灣佛教的一種影響。

三、臺灣與日本佛教在走向近代化的問題

　　日本在海外擁有的第一個殖民地就是臺灣，對新興的國民國家日本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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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經營成為近代化進程上的一項新課題。另一方面，在日治50年的殖民

統治時代，臺灣社會不僅假日本人之手而吸納西方近代文明的菁華，更奠定

日後臺灣成為一個近代國家的根基。由日本帶來無形的現代觀念和具體的現

代事物，臺灣文化發展在此階段出現了一次轉型的契機。51當我們把焦點聚

在本文所談的佛教時，可以發現臺灣佛教深受日本佛教影響。日本佛教近代

化與臺灣佛教近代化是否同步進行？當我們討論到殖民地時期的臺灣佛教近

代化時，很容易認為是當時在日本已經建構出確實的「近代」，而將之移入

到臺灣，卻未曾對於當時日本在「近代化」中所經歷的嘗試失敗以及搖擺不

定等加以仔細考量，這是我們應該謹慎考慮的問題。52

　　最後，我們好奇的是：在進行有關日治時期臺灣佛教史研究時，臺灣學

者或日本學者會因為所處立場與角度的不同，會得出完全相反的答案嗎？其

間的不同在哪裡？是否雙方都存在著一些彼此看不到的盲點？如何加以克

服？若能加強雙方學者的交流與溝通，應該會有所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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